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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于 １９１８ 年至 １９２１ 年间调查整理的基督教资料

在流传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五个相对常见的中英文版本，其中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１９２２ 年中

文版、１９８７ 年中文版和 ２００７ 年中文版的数据均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将梳理各类数据的差

异，分析相关原因，指出各个版本中的数据存在统计误差、计算错误、抄录舛误三个方面的

问题，并以资料的第三部分《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为例，依据现有不同版本的资料对数据

进行校勘。 本文就这份基督教调查资料展开的分析和校勘，有利于更好地评估其价值并合

理利用，也可以对深入认识和整理近代中国社会调查资料相关数据提供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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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公司：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历史持续性》，《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吕朝凤：《金融发展、不完全契约与经济增长》，《经济

学（季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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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 １９１８ 到 １９２１ 年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基督教（新教）组织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在司德敷

（Ｍｉｌｔｏｎ Ｔ Ｓｔａｕｆｆｅｒ）的主持下，以基督教为中心对中国进行了系统的调查。 实际上，这项调查还涉及

山川、政区、人口、民族、经济、交通、语言、物产、教育、医疗等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与基督教直接相关

信息的范畴。 这些调查资料经汇集整理并在 １９２２ 年推出中英文版本，英文版名为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文名为《中华归主》，亦即《１９０１—１９２０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在未特别指

明版本和年份时，下文简称《基督教调查资料》）。 《基督教调查资料》不仅在基督教史的研究中占有

重要地位，自马克斯·韦伯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命题以来，许多研究者将注

意力投入到这一命题的证实或证伪当中。 《基督教调查资料》的丰富调查数据在近代经济史领域、特
别是涉及基督教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中被频繁引用。①

根据笔者所见，这份调查资料先后有五个通行的中文和英文版本。
１９２２ 年版，英文，名为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②由中华续行委办会出版，编者在标题之

后记录到：“这是一份由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在 １９１８ 年至 １９２１ 年间编制的关于中国基督教

纸面实力和地理分布的综合性调查报告。”该版本是根据调查资料整理编纂的最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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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 年版，中文，名为《中华归主》，这是翻译者陆士寅以及其他中文版编辑成员根据 １９２２ 年英

文版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相关材料翻译和编制而成，①包括英文版的正文六编（第二至七

编）和“各省区县统计表”等附录三编，译文文字也有删削和改动。
１９７９ 年版，英文，名为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②这是位于旧金山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ｅｎｔｅｒ 公司的重印版，该公司有多个系列出版物，本书为“重印系列”的第 ７１ 种，通过对比发现，该版

与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在数据上无明显区别。
１９８７ 年版，中文，名为《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分上、中、下三卷。 该书内容有两

部分来源，一是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二是蔡咏春等人根据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翻译的前述中文版中所没有的内容。
该版上册扉页标记为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出版，部分上册封底还有“内部资料”字样；③下册版权页显示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第 １ 次印刷，有“内部发行”字样。④ 该版在封面装帧上有多种风格，不过内容均保持一致，上册在

１９８５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请北京外国语学院（今称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制，中、下两

册在 １９８７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尽管上册出版于 １９８５ 年，但为行文方便，统称 １９８７ 年版）。⑤

２００７ 年版，中文，名为《１９０１—１９２０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分上、下两卷，标注为“原《中华归

主》修订版”。 在 ２００７ 年版中，译者指出，１９８７ 年版印量很少且各卷并非同时推出，上册曾由中国社

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分赠给有关研究单位或个人，没有销售”，而中、下两册为“内部发行，宗教所没

有像上册那样分赠”，⑥流传和使用受到局限。 而 ２００７ 年版则上、下卷同时推出，在海内外均流传较

广、引用较多。 该版本是基于 １９８７ 年版“翻译中的缺点和错误”而做出的局部修补；正如 ２００７ 年版

“重印说明”中所述，由于 １９２２ 年英文初版印刷质量不佳、１９８７ 年排版和校对方法的问题，尽管 ２００７
年版已“尽力校对，错误仍肯定不少”。⑦ 实际上，通过比对发现，不止 ２００７ 年版本身仍存在问题，其
与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和 １９８７ 年版的内容均存在一定差异。

该资料各版本差异引发了对其可靠性的思考，早在 １９５８ 年舒新城即于一篇对该资料介绍和分

析的文章中指出其“比较原始而可靠”，⑧后来的研究者也往往对该资料评价较高、将资料中的统计

数据作为比较可靠的材料加以利用。 实际上，《基督教调查资料》内容丰富，大体上可分为文字描述

和统计数据两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基督教调查资料》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版本，而各版本的文

字描述、统计数据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别。 中文各版的译者在文字的翻译和校勘上做了重要贡献；
对统计数据的核对和校订则是《基督教调查资料》校勘工作的另一个需要完成的部分，到目前为止，
已有研究尚未涉及对其统计数据的全面校勘。

该资料不同版本数据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对运用这些数据的相关研究产生影响。 为更好地认识

和利用这份资料，下文将以 ２００７ 年版、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的数据为中心，
根据数据所存在问题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类讨论，评估相关数据的可靠性，并对部分数据进行校勘。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前述《基督教调查资料》四个版本数据的初步整理和分析，可以将相关数据存在的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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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下）“重印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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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中华归主”（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学术月刊》１９５８ 年第 ２ 期。



版本形成时代的统计制度、抄录环境与核验技术建立起密切关系，下文将分三个方面对数据存在的

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展开具体分析。
（一）因调查方案或统计方法问题产生的数据误差或缺陷

诚如编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本书资料来源很多，差异很大”，①包括 １９２０ 年前每年由鲍引

登（Ｃ Ｌ Ｂｏｙｎｔｏｎ）主编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差会指南》、各差会干事每年报送的年度统计报告、各地

宣教会的出版物、各界权威人士所写的有关中国情况的书刊杂志等。 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１９１８ 年秋开始通过向全国各宣教会发送调查地图和统计表格。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１４ 年的爱丁堡会

议续行委办会出版的统计报告为这项调查报告的表格框架奠定了基础，②而鲍引登担任了调查委员

会的统计干事负责回收统计表格，其在此前多年都有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发表他的统计表格，③

他所积累的经验和保留的数据对调查工作有重要借鉴意义，这一点也在“序言”中被特别强调。④

１９１８ 年，对照在印度局部地区进行的调查计划，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做了一系列准备之后，调查

委员会的工作正式开始。 为保证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调查者针对每一个调查项目都追问两

个问题：是否有必要进行一次调查？ 能否获得关于全国的准确情况？⑤ 但最终的资料仍存在许多因

调查方案或统计方法问题而产生的数据误差或缺陷。
其中，各地宣教会无回报或回报不完全是导致数据存在缺失或缺陷的最主要原因，这种情形的

产生与调查工作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 根据调查工作的总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向全国各宣教会会

长或干事发出调查地图与统计表格，由调查委员会派往各地的 １５０ 多位通讯员进行通讯联系和收集

调查结果。⑥ 也就是说，调查委员会获得资料的丰富性和可靠性受限于各地宣教会的统计制度完善

程度、对这项调查的积极性。 实际上，各地宣教会对各差会总堂的建立时间等信息做了回报的比例

仅超过三分之二，⑦对受餐信徒人数做出回报的布道区比这一数字要高，为四分之三。 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全国特别是西部一些实际有基督教工作的省份，其各县情况在统计数据中没有显示，原因在于

通讯员没能提供每个县传教事业的统计数据。 如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第三章第十节第四表“江苏省基督

教事业范围中之教会学校表（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⑧其初级小学校女生数、高
级小学女生数、中学以下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三项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均低于各宣教会相关数字的加总

数；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⑨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的相关数字与英文版相同。 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

由于沪济良所“回报不完备（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ｔｕｒｎｓ）”，故统计表中未将该宣教会的数字纳入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这种统计口径不同产生的误差使得外国职员加总数大于总数。 总的来看，长江的九江以下沿

岸地带、河北南部和吉林有少量存在，其余未知开始工作时间等信息的县份几乎都集中在西部的甘

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 在附录一“各省基督教事业统计表”的末尾，调查者特别指出：
我们在西部一些省份的通讯员不可能提供每个县区传教事业的统计数据，因此，本调查委

员会只好使用了各总堂提交的传教事业统计回报，但回报中的数据都是归纳的各总堂所在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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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序言”，第 １５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序言”，第 ６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５ 期，广学书局 １９１８ 年版，第 ２５１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序言”，第 １９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第 ４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第 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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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业统计。 这样一来，目前实有传教事业的县区上表中却没有统计数据。 所以，在对甘肃、贵
州、云南三省以县为单位进行传教事业对比研究时，应注意这种不理想的数据归纳情况。①

另一种统计上的问题是因统计口径不同而产生的。 如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一章第三节第一表

“各省人口统计表（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中，②１８８５ 年国家税收统计和 １９２０ 年邮局统计均出现

“总计”项与各省相加数值不一致的情况；１９８７ 年版的对应表格③和 ２００７ 年版的相关数字④与英文版

相同（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无此表格）。 查 １８８５ 年国家税收统计和 １９２０ 年邮局统计中，直隶、山西和全国

人口总计三项均有标注“按本省原有面积统计”，而其他省份的统计则包括了别的省份的一部分面积

中的人口，各省之间存在统计口径差别。 再如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十节第六表“江苏省基督

教事业强弱表（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Ｕｒｇｅｎｃｙ）”，⑤其外国职员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为 ９３８
人，而宣教会外国职员数的加总数则为 ７７６ 人；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⑥１９８７ 年版⑦和 ２００７ 年版⑧的相关数

字与英文版相同。 总数与加总数差别的产生，原因在于外国职员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代表全省西职

员总数；然本项中有数宣教会之西职员总数，较各会原数减少，则因其总务机关之各西职员不在

内”，⑨这种统计口径不同产生的误差使得外国职员加总数小于总数。
如上所述，各地宣教会回报数据的完备程度和各个地方、各类主题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

数据存在误差甚至缺陷，因此对数据的使用需要格外小心。
（二）早期版本因技术手段不足产生的计算错误

由于缺乏便捷可靠的数据计算工具，使得近代各类调查统计存在诸多因技术手段不足而产生的

计算错误。 即便对新制度和新技术接受度很高的近代中国海关，其统计科也晚至 １９３２ 年才进入“机
算时代”，开始“采用机器整理，计算每月贸易统计”，技术手段的不足使得以系统性和可靠性著称

的近代海关贸易统计数据也不免有诸多计算错误。 类似的问题在《基督教统计资料》的 １９２２ 年英

文版本的数据中也多有出现，且在后期版本中未被很好地加以校正。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一章第四节的“中国铁路概况表（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中，长江以南各

省人口数方面，各省人口加总的数字为 １５５ ６５０ ０００ 人，而表格“总计”项下相应数字为 １５５ ６３０ ０００
人，二者相差 ２ 万人；全国各省人口数方面，各省人口加总的数字为 ３６９ ４８４ ０００ 人，而表格“全中国”
项下相应数字为 ３７０ ４８４ ０００ 人，二者相差高达 １００ 万人。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不包括此表格，１９８７ 年版

对应栏目和 ２００７ 年版相应表格中的数字与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保持一致。 由于“中国铁路概况表”相
关文字并没有对表中人口数据不自洽做出原因说明，更重要的是“中国铁路概况表”中同类型数据即

“长江以北”各省的人口加总的数字与表格“总计”项下相应数字完全相同，所以可以认为，长江以南

人口数字的不自洽，应当是数据整理和制表过程中发生的计算进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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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期版本流传中产生的抄录舛误

以目前所见，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译自英文版，二者数据中存在疑问或有舛误之处总体保持一致，与前

面两者差别较大的是 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 根据 １９８７ 年版“汉译本新版序言”的说法，在蔡咏春

翻译了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所未翻译的部分后，世界宗教研究所组织人力校订并补译了“旧译本”即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①但从 １９８７ 年版中与 １９２２ 年中英文版相同的数据问题来看，这项工作应当并不包括对相

关数据的校正。 １９８７ 年版基本是手绘表格，在翻译和重制表格的过程中缺乏较好的技术条件用于数

据整理和核验，使得 １９８７ 年版延续了 １９２２ 年中英文版的错误，且传抄中新出现的舛误也难以被发现

和修正；２００７ 年版是对 １９８７ 年版部分文字修订后的版本，并重制了表格，但 ２００７ 年版不仅同样未能

全面订正旧版数据错误，反而在录入中又新增了更多错误。
首先看 １９８７ 年版。 该版在“补译”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未译部分基础上而成，故可以确信 １９８７ 年版

第二至七章的内容主要来自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１９８７ 年版第二至七章的表格数据应当也是根据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相关表格重制。 对照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和 １９８７ 年版可以发现，一是 １９８７ 年版问题较为集中

的数据正是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所包含的第二至七章；二是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中存在不少数字模糊之处，而
１９８７ 年版中出现的抄录舛误与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的模糊不清之处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例如，１９８７ 年

的第三章第九节江西省的教会学校表中浸礼会的初级小学男生人数为 １５６ 人，而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相

应表格中为 １５５ 人，但数字“１５５”则由于印刷质量较差的原因、确实已模糊至难以辨识。
再看 ２００７ 年版。 该版继承了 １９８７ 年版错误，更有为数不少新的舛误出现在 ２００７ 年版中。 例

如，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第七章第三节第一甲表中有表格 “外国职员之宗派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ｏｒｃｅ）”，②其各项数字均可自洽；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③以及 １９８７ 年版相关栏目④与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的数字

保持一致。 但在 ２００７ 年版中，仅“其余各系（Ｏｔｈ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和“总计（Ｔｏｔａｌ）”项下 ４０ 个字数，就有

４ 处与 １９２２ 年中英文版本不一致且数据本身难以自洽，其中包括：“１ ４３１”误作“１ ４５１”，“２４”误作

“２１”，“６ ５６２”误作“６ ５０２”，“３９８”误作“３０８”。⑤ 通过对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相关印刷字迹的复核，前述

问题基本可以判断为新版表格整理过程中因所据旧版本字迹模糊或抄录疏忽而产生的错误。
以上后期版本中的传抄舛误显然是在电子计算机尚未推广、数字化检验等技术有限的条件下，

手动抄写、特别是原版材料清晰度欠佳之时，容易出现的错误；加之当时对材料的处理以文字翻译为

目的，故相关数据问题未能被及时校正。
总的来看，《基督教调查资料》数据在统计、计算、抄录、核验等多个环节均存在问题，从而影响了

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同时期的制度环境、方法应用、技术手段等因素密切相

关。 对《基督教调查资料》相关数据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与校勘有助于更好地利用这份资料，
也为同时期其他统计数据资料的整理和利用提供有益借鉴。

三、以《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为例的数据分析与校勘

通过对《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的比照可知，第
三部分《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各个版本⑥的数据存在相当比例的问题或差异，加之《各省基督教事

业概况》的内容覆盖区域较完整、数据类型丰富、数据存在问题多样，具有一定典型性，故将其作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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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数据校勘。 《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存在差异的数据主要分布在中各个省份的第一表“外国职

员表”、第二表“中国职员表”、第三表“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和第四表“基督教事业范

围中之教会学校表”，下文将对相关问题数据的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并以表格把各版存在差异的数据

和最终的校正值一一列出。
（一）外国职员表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七节第一表为湖北的“外国职员表（Ｆｏｒｃｅ ａｔ Ｗｏｒｋ⁃Ｆｏｒｅｉｇｎ）”，①其美

圣公会的护士为 ２ 人，女职员总数为 ４３ 人；在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对应的表格中，②湖北美圣公会的护士

为 ２ 人，美圣公会女职员总数为 ４３ 或 ４６ 人（因印刷字迹模糊难以确认）；而在 １９８７ 年版相应表格

中，护士为 ３ 人，女职员总数为 ４６ 人；③在 ２００７ 年版相应表格中美圣公会护士数和女职员总数与

１９８７ 年版相同。④ 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有两种，一是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先后对

数字进行了修正；二是在传抄和翻译过程中出现了错误。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译自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１９８７ 年

版也只是对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文字进行翻译和修订，并不涉及数字的考证，所以前述数字的

差别应当与考证或修正无关。 实际上，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湖北的“外国职员表”中各项数字均能自洽：美
圣公会的护士数量与其他宣教会护士数量之和与护士总数相符；美圣公会女职员总数与其他宣教会

女职员总数之和与“女职员总数”相符；而美圣公会女职员总数和男职员总数相加也与美圣公会“外
国职员总数”相符。 这说明，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的统计数字是可以自我契合的；问题应当出在印刷和传抄

过程中，即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在该项表格中出现印刷模糊或错误，１９８７ 年版并未利用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对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的数字进行核对，反而累积并新增了错误；而 ２００７ 年版则延续了 １９８７ 年版的错误。
表 １ 各版“外国职员表”数据差异及校正值

序号 省份 内容 １９２２ 英 １９２２ 中 １９８７ ２００７ 校正值

１ 湖北 美圣公会护士数 ２ ２ ３ ３ ２
２ 湖北 美圣公会女职员数 ４３ ４３ 或 ４６１ ４６ ４６ ４３
３ 甘肃 外国男职员总数 ２９ ２９ ２３ ２３ ２９
４ 甘肃 外国女职员总数 ４３ ４３ ４５ ４５ ４３
５ 江西 差会无正式布道事业或教会团体的女职员数 １０ １０ １０ ４０ １０

　 　 资料来源：根据《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所得。

注：１ 湖北的美圣公会女职员数为 ４３ 或 ４６ 人，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清晰度欠佳难以确认。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八节第一表为“甘肃省教会外国职员表（Ｆｏｒｃｅ ａｔ Ｗｏｒｋ⁃Ｆｏｒｅｉｇｎ）”，⑤

其外国职员总数一栏的男职员总数为 ２９ 人，女职员总数为 ４３ 人；在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的同一表格中，⑥

外国职员总数一栏的男职员总数为 ２９ 人，女职员总数为 ４３ 人；但在 １９８７ 年版相应表格中，男职员总

数为 ２３ 人，女职员总数为 ４５ 人；⑦２００７ 年版相应表格中的数字与 １９８７ 年版相同。⑧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

和英文版的各项数字均可以自洽，那么甘肃只能是和前述湖北的情况类似，即 １９８７ 年版所呈现出的

差别应当就是出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错误；而 ２００７ 年版则延续了相关错误。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九节第一表为“江西省教会外国职员表（Ｆｏｒｃｅ ａｔ Ｗｏｒｋ⁃Ｆｏｒｅｉｇｎ）”，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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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０５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 ３ 编，第 ７１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第 ２３４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第 ３００—３０１ 页。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１５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 ３ 编，第 ８４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第 ２５６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第 ３２５ 页。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２３



其差会无正式布道事业或教会团体者一栏的女职员数为 １０ 人；在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的同一表格中，①这

些差会的女职员数为 １０ 人；在 １９８７ 年版的同一表格中，这些差会的女职员数也是 １０ 人；②而在 ２００７
年版相应表格中，③这些差会的女职员数为 ４０ 人。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 １９８７ 年版的各项数

字均可以自洽，那么江西只能是和前述湖北、甘肃的情况类似，即 ２００７ 年版所呈现出的差别应当就

是出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错误。
（二）中国职员表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六节第二表为“湖南省教会中国职员表（Ｆｏｒｃｅ ａｔ Ｗｏｒｋ⁃Ｃｈｉｎｅｓｅ）”，④

其中北长老会的在职受薪中国职员数为 ２１１ 人；在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的同一表格中，⑤其在职受薪中国

职员数同样是 ２１１ 人；在 １９８７ 年版的同一表格中，在职受薪中国职员数也是 ２１１ 人；⑥但在 ２００７ 年

版相应表格中，⑦这一数字为 １２２ 人。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 １９８７ 年版的各项数字均可以自

洽，而 ２００７ 年版中“１２２ 人”与其它宣教会人数之和却与总数不符。 那么湖南只能是和前述湖北、甘
肃的情况类似，即 ２００７ 年版所呈现出的差别应当就是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的错误。
表 ２ 各版“中国职员表”数据差异及校正值

省份 内容 １９２２ 英 １９２２ 中 １９８７ ２００７ 校正值

湖南 北长老会在职受薪中国职员数 ２１１ ２１１ ２１１ １２２ ２１１

　 　 资料来源：根据《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所得。

（三）基督教团体表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七节第三表为“湖北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⑧其“主日学校学生”（Ｓｕｎｄａ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一栏内，主日学

校学生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为 ９ ３３９ 人，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表格⑨、１９８７ 年版相应表格和 ２００７ 年版中对

应表格中的主日学校学生总数与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相同。 但通过对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该表中各宣教会主

日学校学生数进行加总，得到的数字却是 １０ ３３９ 人。 对于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与加总数所呈现出的

１ ０００人的差别，较为合理的解释显然是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的数据整理者在对各宣教会主日学校学生的

原始数字进行加总时，于计算中进位时出现了错误。 同时，还可以发现，湖北省“基督教团体表”中有

２ 个教派“回报不完备”和 ２ 个教派“无回报”，经济发达、基督教势力较大的湖北数据尚且如此，可见

这份资料的统计完备程度受到一定局限。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八节第三表为“甘肃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其中协同公会的教会全体总数（Ｔｏｔａ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
为 ４２５ 人；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对应栏目中的数字与前者相同；但在 １９８７ 年版中，该项数字是 ４２ 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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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第 ２７１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第 ３４４ 页。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９７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 ３ 编，第 ５９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第 ２１４ 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上），第 ２７７ 页。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０７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 ３ 编，第 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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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１５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 ３ 编，第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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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版中，该项数字同为 ４２ 人。①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各项数字均可以自洽，而 １９８７ 年版

中“４２ 人”与其他宣教会人数的加总数却与总数不符。 对于 １９８７ 年版与此前版本所呈现出的差别，
合理的解释就是因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漏抄而出现的错误；而相关错误则被 ２００７ 年版所继承。
表 ３ 各版“基督教团体表”数据差异及校正值

序号 省份 内容 １９２２ 英 １９２２ 中 １９８７ ２００７ 校正值

７ 湖北 主日学校学生总数 ９ ３３９ ９ ３３９ ９ ３３９ ９ ３３９ １０ ３３９
８ 甘肃 协同公会的教会全体总数 ４２５ ４２５ ４２ ４２ ４２５
９ 江苏 正式教堂总数 ３１４ ３１４ ３１４ ３１４ ３０７
１０ 广东 初级小学总数 ６７５ ６７５ ６７５ ６７５ ６７４
１１ 山东 英浸礼会正式教堂数 ３４５ ３４５ ３４５ ３４９ ３４５
１２ 山东 圣道公会正式教堂数 ５５ ５５ ５５ ５９ ５５
１３ 四川 教会全体总数 ３２ ９４２ ３２ ９４２ ３２ ９４２ ３２ ９４２ ３３ １８１

　 　 资料来源：根据《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所得。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十节第三表为“江苏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②其“正式教堂”（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ｓ）一栏内，正式教堂总

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为 ３１４ 人，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表格、③１９８７ 年版相应表格④和 ２００７ 年版对应栏目中⑤的

数字与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相同。 但通过对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该表中各宣教会正式教堂数量进行加总，得到

的数字却是 ３０７ 个。 对于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与加总数所呈现出的 ７ 个教堂的差别，尽管有可能是在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的排印中某个宣教会的正式教堂数被遗漏导致总数大于加总数，但考虑到各宣教会正

式教堂的数量是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的基础和来源，则更为合理的解释是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的数据整理者

在对各宣教会正式教堂的原始数进行加总时，于计算中错误地对伦敦会（７ 座正式教堂）的数字进行

了重复加总。 同时，江苏省“基督教团体表”中“回报不完备”的教派高达 １３ 个，经济发达、基督教势

力较大的江苏尚且如此，可见这份资料统计完备程度明显受限。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十二节第三表为“广东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⑥其初级小学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为 ６７５ 人；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表格、⑦

１９８７ 年版相应表格⑧和 ２００７ 年版中对应栏目中⑨的数字与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相同。 但通过对该表中各

宣教会“初级小学校数”进行加总，得到的数字却是 ６７４。 尽管有可能是某个宣教会的初级小学校数

在排印中被遗漏导致总数大于加总数，但考虑到各宣教会的数量是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的基础和来源，
则更为合理的解释是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的数据整理者在对各宣教会初级小学校的原始数进行加总时，
在计算时错误地对其中一个初级小学校数量为 １ 的宣教会进行了重复加总。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十五节第三表为“山东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其中英浸礼会和圣道公会的正式教堂数分别为 ３４５ 和 ５５；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对应栏目中的数字与前者相同；１９８７ 年版中相应的数字也与 １９２２ 年中英文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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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①但在 ２００７ 年版中，这两项数字分别是 ３４９ 和 ５９。②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 １９８７ 年版的各

项数字均可以自洽，而 ２００７ 年版中 ３４９ 和 ５９ 与其他宣教会正式教堂的加总数却与总数不符。 合理

的解释就是 ２００７ 年版因所拍照片字迹不清、抄录疏忽等原因而出现的错误。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十七节第三表为“四川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③其“教会全体”（Ｔｏｔａ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一栏内，教会

全体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为 ３２ ９４２ 人；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表格、④１９８７ 年表格相应数字⑤和 ２００７ 年版中对

应栏目中⑥的数字与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相同。 但通过对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该表中各宣教会“教会全体总数”
进行加总，得到的数字却是 ３３ １８１ 个，即加总数比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多出 ２３９ 个人。 实际上，美基督

会的教会全体总数即为 ２３９ 人，故对于总数（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与加总数所呈现的差别，合理的解释是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的数据整理者在对各宣教会“教会全体总数”的原始数据进行加总时，于计算中遗漏

了美基督会的教会全体总数。 同时，与湖北、江苏等情况相似，四川省“基督教团体表”中仅 １７ 个教

派，其中就有 ６ 个教派“回报不完备”和 １ 个教派“无回报”，由此使得资料完备性明显受限。
（四）教会学校表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七节第四表为“湖北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教会学校表（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⑦其中，中学女生总数为 １１８ 人，挪路德会的中学以下教会学生数

为 ３９９ 人；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对应栏目中的数字与前者相同；⑧在 １９８７ 年版中，中学女生总数却是 １１９
人，尽管挪路德会的中学以下教会学生数仍为 ３９９ 人；⑨更特别的是，在 ２００７ 年版中，前项数字仍是

１１９ 人，而后者则变成了 ３９５ 人。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各项数字均可以自洽，但 １９８７ 年版中

１１９ 人与各宣教会中学女生的加总数不符，合理的解释是 １９８７ 年版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

误，而 ２００７ 年版延续了这一错误。 不仅如此，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和英文版及 １９８７ 年版中，其他宣教会的

中学以下教会学生数均为 ３９９ 人且可以自我契合，但 ２００７ 年版却为 ３９５ 人且表内数字难以自洽，此
则应当是 ２００７ 年版在表格重制过程中延续旧版错误的同时新增的一处错误。
表 ４ 各版“教会学校表”数据差异及校正值

序号 省份 内容 １９２２ 英 １９２２ 中 １９８７ ２００７ 校正值

１４ 湖北 中学女生总数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８

１５ 湖北 挪路德会中学以下教会学生数 ３９９ ３９９ ３９９ ３９５ ３９９

１６ 江西 浸礼会的初级小学男生数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５

　 　 资料来源：根据《基督教调查资料》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所得。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九节第四表为“江西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教会学校表（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其中浸礼会的初级小学男生数为 １５５ 人；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对应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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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数字相同；①但在 １９８７ 年版中，浸礼会的初级小学男生数为 １５６ 人；②而 ２００７ 年版中该项数字

同样为 １５６ 人。③ 根据 １９８７ 年版翻译组织者荣孟源的说法，包括第三章“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在内

的第二至七章基本上采用的是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内容；④查阅 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可知，由于部分数字印刷质

量一般，导致对应栏目中的数字“１５５”十分模糊，确实可能误作“１５６”。 故对于 ２００７ 年版与此前版本

所呈现出的差别，合理的解释是因在表格重制过程中因版本质量一般或录入疏忽而出现的错误。
通过对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的分析可以发现，《各省基督教事

业概况》的数据在搜集、整理和流传过程中，在外国职员表、基督教团体表、教会学校表以及中国职员

表中确实明显存在统计误差、计算错误、传抄舛误三个方面的问题。 利用不同版本数据对照的方法

并参考相关资料，对这部分数据进行校勘，使得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增强，也为接下来对《基
督教调查资料》其他部分展开校勘提供了参考范本。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确实存在因统计制度或方法而产生的数据误差或缺陷，这种问题主要出现在 １９２２ 年英文

版和中文版两个早期版本中。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最初的调查统计制度设计即存在一定局

限，具体包括人员配置不足且以收集各地既有的数据为主，较少展开直接的调查，使得统计数据的完

整性和可靠性明显受限于各地宣教会统计制度完善状况和对这项调查的积极程度；同时，存在数据

统计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部分指标的统计口径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第二，因技术手段不足产生了相当比例的计算错误，计算错误主要产生和出现在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

和中文版两个早期版本中，且相关错误被此后的 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所延续。 这类明显的计算错

误除计算中的疏忽等人为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即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左右，对基督教调查

中所获取的数据尚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进行整理和校验。
第三，数据流传中产生了不少抄录舛误。 １９８７ 年版延续了 １９２２ 年版本中的错误，且新增了相当

数量的抄录舛误；而 ２００７ 年版延续了 １９８７ 年版的错误或缺陷并新出现为数不少的错误。 首要的原

因在于，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译者要重点完成的工作是高品质的文献翻译而非数据整理和校验；第
二，１９８７ 年版译者开展翻译和表格重制的年代尚无充足的、以技术手段对数据展开校验的外部条件；
第三，１９２２ 年中文版的印刷质量较为一般，存在不少模糊不清的数字，而 １９８７ 年版译者基于 １９２２ 年

中文版中的数据重制表格时可能误读相关印刷模糊的数字，且 １９８７ 年版和 ２００７ 年版均未追溯至

１９２２ 年英文版进行全面的数字核对。
尽管长久以来《基督教调查资料》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获得较高评价，然其中有着不少疑

问尚存的地方。 各个版本在统计误差、计算错误、传抄舛误等方面所呈现出的问题，一方面跟调查统

计制度和方法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特定时期印刷技术和数据校验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与译者在翻

译传抄过程中对版本的认识和甄选密切相关。 上述问题的存在，显然为那些利用相关数据而展开的

经济史或其他方面的研究带来一定风险，这也使得通过各个版本的比较对所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
对相关数据进行检验和校正的重要性被凸显出现。 同样重要的是，那些受到时代外部技术条件影响

而产生的问题，也出现在了同时代的一些社会调查和统计数据中。 故这项工作既使得基督教调查资

料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在研究中被利用，也有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调查资料相关数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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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政府与北京粮食市场研究》出版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军攻入京城后，建都于北京。 当时皇室和一些高级官员抢占了明末宫殿、高官住宅，而
普通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大批军队及其家属则挤进土著居民住的四合院里。 后来，政府下令内城原著居民全迁

到城外，形成旗人、民人分别在内外城居住的情况。 与此同时，继承明制，政府推行了漕运制度。 漕粮运到北京

后，会按官员级别被无偿分给官员和八旗官兵。 外城的百姓则根据饮食习惯，在被保存下来的商品粮市场上购

买由粮商从外地运入的粮食。 由于清军还未进入北京时，政府曾禁止商民“于城内交易，但在城外互市”，因此

当时很少有商人在内城建立商铺。 但是有旗人分得粮食多，自家吃不完，便把剩余粮食卖给商人，从而在内城

也形成了粮食市场。
本书主要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探讨了北京的粮食市场运行规律，即政府与市场机制共同配置粮食资源。

书中论述了市场的需求与供给、京城各类人的饮食习惯，决定着市场上粮食的种类与供求；梳理了粮食交易中

粮商的交易方式、谋利方法等；呈现了在清代前期 １９６ 年中京城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揭示了市场机制在其

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分析了粮食市场运行的特点。 此外，本书还论述了政府的作用。 政府不仅继承明代的漕运

制度，设立供给制度及分配制度，也参与了粮食交易，开设官米局，从事米粮交易，运用财政资金从京外地区采

购粮食。 政府对商人粮食交易等经营活动以及官员违规等问题进行监管，有一定的纠错能力。 政府还通过平

粜、改变漕粮发放时间等方式，调控粮价。 本书最后论述政府对粮商以及市场的看法及其之间的关系，并得出

结论：市场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进行的，政府的供给和分配制度，不在市场交易的范围内。 但是政府通过制度安

排配置资源，不仅参与粮食交易，而且监管市场、调控粮价。 因此，在清代前期北京粮食市场中，既有市场机制调

节，政府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不能单独解决京城的粮食问题，需要其共同起

作用。 值得提及的是，市场机制在其中起到了导向作用，政府的理念是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因此随着市场的变

化，政府的制度、监管政策及落实行为、调控粮价等也随之改变，这一过程贯穿整个清代前期。 （邓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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